
* 感谢两位匿审人提出的建议和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有了重新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呼声。中国社会学界已经认

识到，“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

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

题和精神气质”( 应星等，2006) 。

服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原理
*

———从服服制的社会学考察

安文研

提要: 从丧服制度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人伦原理是社会学

研究的一个经典方向。这篇文章对丧服从服服制的制服过程与社会功能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从而发现属从服制作为对亲亲之服的延伸，徒从服

制作为对尊尊之服的补充，在亲属关系中对亲亲尊尊的人伦原理进行着极为

坚实的巩固与支撑。亲亲尊尊对于建构人伦关系的作用，帮助我们更深刻地

反思现代中国社会对人伦关系的依赖与人伦价值缺失的危机并存的复杂的

社会现实。
关键词: 人伦原理 从服 制服原则 亲亲 尊尊

一、宗法、丧服与中国社会学

宗法与丧服，作为建构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制度，自中国社会学建

立伊始，就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据有经典的地位，并形成了连续性的研

究传统。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经典的研究传统却被我们遗忘

了。重新翻开中国社会学史，①我们清楚地看到，自 19 世纪以来，宗法

与丧服一直是中国学者由以思考社会变革的重要对象。伴随着中国现

代学术的不断成长，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思路也在逐渐发

生变化。
早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在研究殷周制度时就采用了社会科学的分

析方法，逐层揭示了周代制度的内在架构。在制度考辨之外，王国维以

社会科学的视角，从三个层面对周代的制度变革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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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周代制度之整体架构，王国维(1959:453)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

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

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就周代制度之制度精神，王氏论曰，“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
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

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就周代制度精神之建构原理，

王氏论曰，“以上诸制，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然尊尊、亲亲、贤贤，此

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

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王国维，1959:472)。王国维由制度考辨

而及于制度精神，又由制度精神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建构原理，呈现出

“制度—道德—人伦原理”彼此之间所具有的社会结构上的紧密关联。
王国维在研究视角上借西学发力，使得“亲亲尊尊”所具有的社会理论

的意涵在其论述中呼之欲出。①

王国维对西周社会制度的研究，明显地构成了陶希圣 20 世纪 20
年代进行亲属法研究的对话对象。不同于王国维希冀回到具有宗法精

神的旧的社会制度的立场，陶希圣则致力于推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

到来。陶希圣认为，在变革时代必须建立全新的亲属法，但是，欲建立

全新的亲属法必须了解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实行的亲属法。惟有如此，

才可能使改革有其社会基础，并有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在《亲属法大

纲》(陶希圣，1928) 与《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陶希圣，1929) 这两部

著作中，陶希圣对宗法制与丧服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看到宗法与

丧服建构的“父系”、“父权”、“父治”的家庭与家族结构是中国传统社

会几千年来的基本社会单位，只有改变宗法式的家庭关系，才能真正生

成新的社会制度。陶希圣虽主张革新，但他并不同意西方以财产权为

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他认为应该建立生存权体系的亲属法，以培养具

有独立人格之个体( 白中林，2014)。陶希圣的亲属法研究，虽然属于

法律研究，但是就亲属法所具有的建构新人格、建构新的社会关系与社

会制度的意涵而言，亲属法研究更是一项社会学研究。20 世纪 30 年

代，陶希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中国社会史”课程 ( 瞿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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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虽在学术上引进新知，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却仍抱有恢复帝制的希

望。《殷周制度论》亦寄托了王氏的政治主张。陈梦家指出，“此文之作，乃借他所理解

的殷制来证明周公改制的优于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说周制是较殷制为进步的，事实上是

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而主张维持清代的专制制度”( 陈梦家，1988: 630) 。



2003:405)，他所从事的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也属于中国社会史的范畴。
毫无疑问，陶希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真正的开创者之一。

和陶希圣同样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还有李安宅，他在 1930
年出版了《〈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这本著作的特点在于

作者并不以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入手点，而是以经典文献作为

研究的对象。李安宅力求“客观”地处理这两部经学文献，揭开它们神

秘的面纱。在《绪言》里，他写道，“本文下手的方法，完全是客观地将

《仪礼》和《礼记》这两部书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检讨一下，看看有多少社

会学的成分”(李安宅，2005:1)。李安宅看到，对礼教文化的了解，也

是认识现在社会的一个重要面向，因为“现在的文化一定是旧文化的

产物，为欲了解现在起见，也该研究研究旧有文化之‘上层建筑’的这

一小部分”(李安宅，2005:2)。李安宅以威斯勒的“普遍型式”作为分

析概念，对“礼”的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研究。和

王国维、陶希圣对宗法与丧服制度的集中关注不同，李安宅将传统“礼

教”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社会史的研究范围。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开启的社会史研究方向，

对学生的学习、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史、法律史大家瞿

同祖，即于 1930 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他在学习期间即听过

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课程(瞿同祖，2003:405)。瞿同祖 1934 年本

科毕业，毕业论文《周代封建社会》即属于社会史研究。1936 年，在本

科论文基础上又撰成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瞿同祖一生的研究

都在社会史方向上，这一研究方向也得到他的导师吴文藻和杨开道的

认可与鼓励(瞿同祖，2003:411)。瞿同祖在访谈中曾说，“我治学的最

大感受，就是用社会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

个出路，是一条途径。这也是 我 一 生 治 学 的 方 向”( 瞿 同 祖，2003:

413)。《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瞿同祖采取社会学的观点，从封建社

会的形成到封建社会的崩溃，全以社会结构的演变来说明封建社会的

历史。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形成是逐渐的，并不是突然的。其间包含

经济、政治、社会，各种结构全部的转变。仅有一种结构的转变，还只是

部分的，不能说封建社会已经完成”(瞿同祖，2005:206)。周代是封建

社会完成的时期，周代的经济制度已经完全进展到了农业经济，土地关

系成了一切组织的中心;政治制度上，通过大规模的封建形成了分封的

局面;社会制度上，阶级和宗法是两个极重要的组织( 瞿同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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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同样，封建的崩溃也是逐渐的，而不是突然的。春秋时代已呈

崩溃的现象，但一直到秦统一天下才全盘地将封建制度推翻(瞿同祖，

2005:207)。西周制度的突出创举即是宗法与丧服，两者都是为了维

持封建制度而产生的，但是封建制度崩溃后，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宗法

与丧服制度并没有消失，宗法制由大宗宗法演变为小宗宗法，本宗五服

制度成为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从瞿同祖此后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的撰述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丧服制度所规定的亲疏尊卑关系

如何规范着各种人伦关系与社会行动，使“服制—伦理—法律”三个维

度结为一体。
在社会史的进路之外，对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传统，社会学学者亦

主张进行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即讲

授“儒家社会思想史”的课程，他撰写的《说“伦”字》、《“伦”有二义》、
《说“五伦”的由来》等文章，考辨之细密，论断之独到，都成为后辈学人

难以逾越的高峰( 潘光旦，1999)。潘光旦旧学根基深厚，为同辈学人

所敬仰。他根据《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提出“位

育”的概念，这亦代表了他社会思想的根本主张。他对家谱的研究也

与宗法和服制问题紧密相关。在对中国既有家制传统与西洋家庭制度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为过渡中的家庭提出了“折中制”的方案，以期

能以“夫妇信之”的方式来继续中国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家庭理

想(潘光旦，1999:156)。
作为潘光旦的学生，费孝通学问上深受潘光旦的影响，生活中与潘

光旦亦为生死之交。费孝通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社会学，

社会史与社会思想史两种进路的中国传统社会研究都为他所熟习。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致力于提出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度的社

会学概念与社会学理论。费孝通的理论创造呈现于我们所熟悉的《生

育制度》与《乡土中国》两部著作中。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主要通

过基于中国社会的经验，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功能论与

拉德克利夫 － 布朗的社会结构功能论相调和( 王铭铭，1997)，不仅从

功能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传统的亲属制度，更发掘出了中国传统亲属

制度所具有的对社会事实的世界性的解释力(王铭铭，2007)。在《乡

土中国》中，费孝通则提出了很多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的社会学

概念。“差序格局”是费孝通以五服制度为理论背景提炼出的概念，其

解释力至今仍为学者们所推崇。但是，细读原著可以发现，费孝通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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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这一个社会学概念，在差序格局所描述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

结构之上，还有与这结构相适应的“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乡土社会的

“小家族”构成了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则依凭“礼

治”来达成“无讼”的状态。这两本著作都属于费孝通继第一期实地社

区研究之后所进行的第二期的工作，即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理论

上总结并指导实地研究(费孝通，2009b:181)。
回溯中国社会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一方面我们看到，宗法与

丧服始终是中国社会学前辈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

到，从王国维到陶希圣、潘光旦、李安宅、瞿同祖、费孝通，中国传统社会

研究在社会史、社会思想史、社会学理论三条进路上都取得了斐然的成

绩，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广阔前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一

经典的研究传统长期以来却为社会学界所遗忘了。2003 年，费孝通先

生以《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重新提出了中国社会学应该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宏大愿景( 费孝通，2003)。但是，将

近十年后，中国社会学界才重新意识到传统社会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学

学科建设的关键意义(赵旭东，2010;周飞舟，2017)。
2010 年以来，吴飞通过发现并整理清末礼学大家张锡恭先生的遗

著《丧服郑氏学》，重新接续了通过丧服制度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人伦秩

序的传统( 吴飞，2011;张锡恭，2017)。承接王国维的问题意识，周飞

舟特别关注丧服制度中“亲亲”与“尊尊”这两项人伦原理间的关系，在

《服术中的“亲亲”与“父为子纲”》这篇文章中，周飞舟等人通过将同

族服表还原为同族本服表发现，同族本服是按照宗法关系确定的，宗法

关系不同于纯粹的亲亲关系，宗法关系的实质是建立于亲亲关系基础

上的尊祖敬宗之法 ( 周飞舟、李代，2014)。在《差序格局和伦理本

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一文中，周飞舟系统

梳理了“亲亲”“尊尊”在丧服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指出以父祖之尊为核

心，外接爵位之尊，内统血缘之亲，一方面使得宗族内部的亲亲关系中

也充满了等级结构，另一方面使得政治领域的尊尊关系中也布满了亲

属关系的影响，这乃是西周封建制度的主要特点。同时，通过揭示亲亲

尊尊与仁、义这两种德性的关系，周飞舟指出亲亲尊尊之道乃是以爱为

主的仁与以敬为主的义在社会结构中的呈现，而传统社会的繁文缛节

恰是人在社会中达到“情深而文明”的存在状态的生活之道( 周飞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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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往的丧服研究，可以发现学者的讨论都是基于本宗服制，对

于从服服制均未触及。但是，从服服制对于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的建构

以及伦理道德的维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对从服服制有清楚

的了解，才能对丧服制度的社会理论意义有完整的认识。这篇文章在

对从服服制进行严密考辨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从服的制服过

程进行了推演与呈现，对从服的道德情感逻辑给予了解释，并对其所具

有的结构功能给予了社会学的分析，以期通过社会学的视角挖掘丧服

制度所具有的社会理论的意涵。

二、服制与制服原则

《仪礼·丧服》本是记录西周封建宗法制时期丧服制度的文献，其

中涉及的一些丧服规制随着历史的变迁都已逐渐改变甚或消解，但是

它所包含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伦秩序的建构原则却一直在悠久的历史传

统中发挥作用。丧服制度在基本内容上表现为五服制度，包括斩衰服、
齐衰服、大功服、小功服和缌麻服五个等级的丧服。己身为不同亲属所

服丧服的等级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其制服原则却可能不同。① 制服原

则是五服制度的结构原理所在，只有认真梳理每一种亲属关系中的制

服原则，我们才能够触摸到丧服制度的真精神。制服原则先儒已有总

结，《礼记·大传》曰，“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

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孔颖达疏，2008:1360)。② 通常来讲，制服原

则常常通过彼此叠加来制成某一关系中的丧服。制服原则分为六种，

这篇文章只集中探讨其中的“从服”原则。
梳理“从服”一词在《丧服》经、传、注中的出现次序与频率，可以发

现《丧服》经文中并无“从服”一词，“从服”作为一种解释服制的体例

系统地出现于《丧服》传文之中。传文中出现“从服”的条目有:①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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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一位女性出嫁后为其父母服齐衰不杖期，为她丈夫的亲兄弟的儿子也服齐衰不杖

期。为父母服齐衰不杖期，是根据为父斩衰三年和为母齐衰杖期( 或齐衰三年) 加以出

嫁女子“不贰斩”的原则降服而来，而为夫之昆弟之子的服制则是根据晚辈对自己的名

服而制定的报服。
举例来说，为父母昆弟姊妹之服由亲亲原则而来，臣为君之服由尊尊原则而来，为世叔母

之服由名服原则而来，为人后者与女子子适人者( 出嫁的女儿) 之服则由出入原则而来，
为未成年的亲属的殇服由长幼原则而来，妇为舅姑之服则由从服原则而来。



之君。传曰:何以期也? 从服也。②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

曰:何以期也? 从服也。③妇为舅姑。传曰:何以期也? 从服也。④夫

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传曰:何以大功也? 从服也。⑤君母之父

母，从母。传曰:何以小功也? 君母在则不敢不从服，君母不在则不服。
⑥妻之父母。传曰:何以缌? 从服也。⑦舅。传曰:何以缌? 从服也。
⑧舅之子。传曰:何以缌? 从服也。⑨君母之昆弟。传曰:何以缌? 从

服也。通过这九条条目，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文作者已经将“从服”作

为一种系统的体例来解释制服的原因。这九条条目分别涉及妻从服夫

之党、臣从服君之党、妾子从服君母之党、夫从服妻之党、子从服母之党

等五种情况。从服亦在其他文本中出现，《杂记上》“女君死，则妾为女

君之党服”(孔颖达疏，2008:1600)，《丧服小记》“为君母后者，君母卒，

则不为君母之党服”( 孔颖达疏，2008:1316)，“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

服”(孔颖达疏，2008:1325)。将上述情形归纳在一起，则是学者们大

多认同的三属从四徒从，即从服有七。
郑玄在《丧服》注中沿用了传文对“从服”的用法，其涉及从服的材

料有:①“近臣从君，丧服无所降也”。②“妾从女君而服其党服”。③
“从于妻而服之”。④“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从服缌”。⑤“君母在则

不敢不从服，君母卒则不服也”( 张锡恭，2017)。其在具体内容上为

《丧服》传文做了补充，在分类上则没有超出三属从四徒从的范围。
关于从服的具体分类，《大传》曰，“从服有六，有属从，有徒从，有

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 孔颖达

疏，2008:1361)。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历代的礼学家已经注意到

“属从”与“徒从”才是从服分类的基本范畴，“从有服而无服”、“从无

服而有服”、“从重而轻”和“从轻而重”都可以归纳到三属从四徒从的

范围中。故而《丧服小记》又言，“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属从者，所从

虽没也服”(孔颖达疏，2008:1304)，从从服的延续与停止的情况来分

辨属从与徒从的区别。孔颖达《丧服小记》疏曰，“案服术有六，其一是

徒从者。徒，空也，与彼非亲属，空从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为女

君之党，二是子从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为君母之党，四是臣从君

而服君之党。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从虽亡则犹服，如女君虽没，妾

犹服女君之党。其余三徒，则所从亡则已”( 孔颖达疏，2008:1304)。
“属者，骨肉连续以为亲也。亦有三:一是子从母服母之党;二是妻从

夫服夫之党;三是夫从妻服妻之党。此三从虽没，犹从之服其亲也”

322

论 文 服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原理



(孔颖达疏，2008:1305)。相比《丧服小记》作出的区分，孔颖达进一步

解释了何为“属”何为“徒”，以此建立起界定从服的两个标准，即服服

之人与所从对象的关系是判定从服分类的第一个标准，而所从之服是

否因所从对象的存没而终止则是第二个标准。
在属从的子从母、妻从夫与夫从妻的关系中，母子、夫妻均为一体

至亲。郑珍曰，“至亲者，一体之亲也。父子首足，夫妻牉合，昆弟四

体，皆骨肉不可分异，是为至亲。其生也恩爱绝常，其死也哀痛至极”
(郑珍，1991:93)。在徒从的妾与女君、妾子与君母、臣与君的关系中，

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亲属关系，而是以尊尊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丧服

服制。
仅依礼学家所作之分类来分辨从服服制，我们对问题的探究似乎

到这里就停止了。但是，从服服制本身有许多未知的部分需要我们去

考辨推理，从服服制所包含的结构与功能也等待我们用社会学的视角

去分析。下文分属从服制与徒从服制两个部分展开论述。

三、属从服制的制服过程与社会功能

属从，根据孔颖达的解释，“属者，骨肉连续以为亲”，“此三从虽

没，犹从之服其亲也”( 孔颖达疏，2008:1305)。这意味着属从包含两

个方面的意涵，一是服服之人与所从之人为骨肉连续之亲，二是所从之

人即使去世了，服服之人也仍然要为制服对象服丧服。“所从虽没也

服”的制服原则意味着，通过“所从之人”，服服之人与制服对象之间已

经建立了真正的、实质性的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具有伦理和情感价

值，一旦建立起来就不会因所从之人的存没而改变。
属从服制包含了两个亲亲关系的连环，一是服服之人 A 与所从之

人 B 为骨肉连续之亲;二是所从之人 B 与制服对象 C 为骨肉连续之

亲。但是，服服之人 A 与制服对象 C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血缘亲属关

系。属从包含三种情形，一是子从母服母之党，一是妻从夫服夫之党，

一是夫从妻服妻之党。这三种情形中，母与子、夫与妻都是一体至亲，

这也意味着只有骨肉不可分异的至亲关系才能作为“属从”原则必然

得以生发的情感与伦理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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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子为母之党

母子至亲，子为母之党为属从。母之党，因其为外姓而称为“外亲”，

包括外祖父母、从母、舅、舅之子、从母昆弟。子从母服母之党的通例

是，为外祖父母小功、从母小功、舅缌麻、舅之子缌麻、从母昆弟缌麻。
通常来说，子为母之党的从服范围包括上述五类外亲，但是现实的

情形是，并非所有的儿子都得以为母之党制服。《服问》“有从无服而

有服，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郑玄注“谓为公子之外祖父母、从母

缌麻”(孔颖达疏，2008:2160)。诸侯之妾子称公子。公子为其外兄

弟，即外祖父母、从母无服。大夫庶子，父在之时为其母之党亦无服。
那么，儿子能否为母之党制服究竟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如果将儿子能否为母之党制服的情形与儿子能否为生母制服的情

形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二者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仪礼·丧服》
《成人大功》章有“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妻、昆弟。传曰:何

以大功也? 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则从乎大夫

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张锡恭，2017:683)。由此可

知，天子、诸侯之家，父在之时妾所生庶子对其生母无服，父没为生母服

大功。大夫之家，父在之时大夫妾子为母服大功，父卒则服齐衰三年。
天子、诸侯之妾子为其母，父在无服，父没降服;为其母之党无论父在父

没均无服。大夫妾子为母，父在降服，父没得伸;为母之党，父在无服，

父没得伸。而天子、诸侯、大夫嫡妻所生之子则为其母服正服，无论父

在父没均为其母之党制服。士之家，无论父在父没，无论妻生妾生，均

可为其母服正服，并为其母之党制服。

表 1 子为母及母之党制服服表

天子

嫡妻之子
天子妾子

诸侯

嫡妻之子
诸侯妾子

大夫

嫡妻之子
大夫妾子

士

嫡妻之子

士之

妾子

母 正服
父在

无服

父没

降服
正服

父在

无服

父没

降服
正服

父在

降服

父没

得伸
正服 正服

母之党 正服
父在

无服

父没

无服
正服

父在

无服

父没

无服
正服

父在

无服

父没

得伸
正服 正服

注:表 1 至表 4 均系笔者根据《丧服郑氏学》等文本综合整理而成，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将上述情形制成表 1，通过这张表我们看到，一旦儿子为母亲无服

或降服，那么儿子为母之党就无服。只有儿子为母亲按正服( 或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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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齐衰杖期或父卒服齐衰三年) 服丧，才可为母之党制服。因此，子为

母之党从服的前提条件是子为母不绝不降。在子为母之服与子为母之

党之服之间有一种外推的关系。
这种推演关系告诉我们，如果想判定子为母之党是否制服，则需首

先判定子为母是否有降服或无服的现象。那么，子为母降服或无服的

原因是什么呢? 同为妾子，为何士妾之子不为生母降服呢? 这里就涉

及儿子因其父亲的爵位而产生的“尊厌”的问题①。士、大夫、诸侯、天
子均有爵位，但是不同的爵位尊的程度不同，产生的尊厌的程度也不

同，所以其子因厌降而产生的服制变化也不同。就士而言，“慈母如

母”条郑注“士之妾子为母期矣”，贾疏“士无厌降，明如众人服期矣”
(张锡恭，2017:280)。张锡恭先生认为，“夫士无尊厌，非有父所不服

子不敢服之例”(张锡恭，2017:899)。而大夫之爵位比士更尊，故大夫

之子有厌降，故贾疏又言“其大夫之子，据父在有厌，从于大夫，降一

等。大夫若卒，则得伸，无余尊之厌也”( 张锡恭，2017:684)。大夫尊

对于儿子产生的影响是，生时有尊厌，卒后无余尊厌。所以，大夫庶子

父在为其生母降服一等制大功之服。天子、诸侯比大夫爵位更尊，《通

典》雷次宗曰，“《公羊传》曰国君以国为体，是以其人虽亡，其国犹存，

故许有余尊以厌降之”(杜佑，1988:2492)。所以，天子、诸侯之妾子为

其生母父在无服，父没大功。同是一父之子，但是因为母亲在宗法中的

地位不同，使得儿子或为嫡出或为庶出，嫡妻尊同于夫，所以嫡妻之子

即使为父所厌，也只是为其他本宗亲属降服，而不为其母亲降服;但是

妾所生之子，在为其母亲制服时则或降服或无服。嫡子为父所厌，为其

母制服，遵循的是“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的原则;而妾子为父所

厌，为其母制服，遵循的是“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的原则。
由此可知，子为母之党制服的推演根据是子为母之服，而子为母制

服之无服或降服乃是由父亲的爵位以及母亲的嫡庶身份叠加在一起决

定的。

( 二) 妻为夫之党

夫妻至亲，对妻而言，夫又为妻之至尊，妻为夫之党为属从。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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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之党制服，谨依《丧服》“从夫降一等”之通例。可见，在妻为夫之党

制服的过程中，夫为本宗亲属的服制才是根本环节，夫为本宗之服明，

则妻为夫之党之服自明。夫为本宗亲属制服，其通例可依本宗五服图，

其变例则需具体分析，其中需要考虑的原则是夫的爵位与本宗亲属爵

位的差异。
根据本宗五服图可知，夫为其同高祖之亲服缌麻，其妻降一等无

服，所以妻为夫之本宗制服只包括夫的小功以上的亲属，即同曾祖亲

属。同时，由于嫂叔无服，所以妻为夫的昆弟、从父昆弟、从祖昆弟均无

服。具体情形可见表 2。

表 2 妻为夫之党制服通例

高曾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姑姊妹 世叔父

从父

姊妹

从祖

祖父母

从祖

祖姑

从祖

父母

从祖

姑姊妹

夫
齐衰

三月

齐衰不

杖期

父斩衰

母齐衰

齐衰不

杖期或

大功

齐衰不

杖期

大功或

小功
小功

小功或

缌麻
小功

小功或

缌麻

妻 缌麻 大功
齐衰不

杖期

大功或

小功
大功

小功或

缌麻
缌麻

缌麻或

无服
缌麻

缌麻或

无服

这张表假设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即该男子作为丈夫，他与他本宗的

所有亲属在爵位上都是相同的，都为士或都为大夫。本宗姑姊妹出嫁

后亦嫁入同等地位的家族。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常常因为彼此间爵位

的差异而被打破，在爵位发生差异的时候，除正尊不降之外，旁亲都遵

循降一等的原则，那么妻就要对夫之旁亲降两等，即只为夫之大功以上

亲属制服。具体情形可依上表“降一等”进行计算。大夫之家，妻为夫

之党服所涉变例有二，一为妻为姑之服，一为妻为夫之外亲之服。此两

种变例均与大夫庶子有关。大夫庶子其母为妾，大夫对妾无服，大夫庶

子为母大功，但是大夫庶子之妻为其姑之服并不从大功降一等，而是按

照“舅不厌妇”的原则，为其姑服齐衰不杖期。同时，据《服问》“有从无

服而有服，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注云:为公子之外祖父母、从母

缌麻”(孔颖达疏，2008:2160)推论，诸侯庶子之妻为夫之外亲制服，则

大夫庶子之妻亦当为夫之外亲制服。
妻为夫之外亲制服的过程，可参照子为母之党依“降一等”之例进

行计算。而在妻从夫服夫之外亲的这一从服结构中，我们看到，两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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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连接在了一起，构成一个“从其所从”的连环结构。
“为夫之君”服齐衰不杖期亦是属从，为礼学家归入妻从服夫之党

之范畴内，吴绂曰，“诸侯夫人，畿内公、卿、大夫、士之妻为天子，侯国

公、卿、大夫、士之妻为国君，凡公卿大夫士之臣之妻为其君，皆是也”
(张锡恭，2017:491)。另据张锡恭先生按语，士无臣，末句当为“凡公

卿大夫之臣之妻为其君”(张锡恭，2017:491)。
在上述妻为夫之党的制服过程中，我们看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夫

本身对其本宗亲属制何种丧服，而妻为夫之党从服则是夫党亲亲之服

的延伸。妻得以为夫之党制服，其首要的原则在于夫对于妻既为至亲

又为至尊，这是妻为夫之党有从服的根本原因。但是，具体制定怎样的

服制，从服的范围又有多大，则要根据夫与其内亲外亲在爵位上的具体

情形而定。由此可见，在亲亲之服得以确定的情况下，尊尊的原则在确

定制服的范围与等级上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 三) 夫为妻之党

夫妻至亲，妻体夫之尊，与夫尊同，故夫为妻之党制服，乃从妻而

服，并非和妻之党有直接的亲属关系。对夫而言，妻之党只包括妻之父

母。《丧服》“妻之父母。传曰:何以缌? 从服也。注:从于妻而服之”
(张锡恭，2017:929)。由此可知，夫为妻之父母服缌麻，乃此属从服制

之通例。《丧 服 小 记》曰:“世 子 不 降 妻 之 父 母”( 孔 颖 达 疏，2008:

1305)。《通典》庾蔚之据此推断曰，“嫡子服妻之父母，则天子诸侯亦

服之矣”(李如圭，1939:475)。盛世佐曰:“唯公子、大夫之庶子，则不

得伸耳。此缌服也，大夫已上不绝者，以妻之父母，君所不臣故也。凡

所不臣者，服之如邦人”(盛世佐，1969:32)。由此可知，天子、诸侯、大
夫及其嫡子均为妻之父母服缌麻。

但是，在复杂的宗法体系中，很多情况下丈夫并不得为妻之党制

服。《服问》曰:“有从有服而无服，公子为其妻之父母是也”( 孔颖达

疏，2008:2160)。可知，天子诸侯庶子为妻之父母无服。《通典》蜀谯

周曰，“大夫庶子为妻父母无服，为其母、妻大功，父没皆如国人”( 杜

佑，1988:2532)。由谯周所言又可知，父在大夫庶子为妻之党无服，父

卒大夫庶子为妻之党服缌麻。
那么，夫为妻之党能否制服，这背后包含了怎样的制服原理呢?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夫为妻的服制，或许能从中找到夫为妻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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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制服的根据。通常而言，夫为妻服齐衰杖期，父在则为妻服齐衰不

杖期，以父为之主。夫为妻制服亦有特例，这些特殊情形恰与夫为妻之

党制服的特殊情形相吻合。天子、诸侯之庶子父在为妻无服，父没为妻

大功;大夫庶子父在为妻大功，父没为妻齐衰不杖期。与天子诸侯庶

子，大夫庶子为妻之父母无服的情形相对应，可知夫为妻降服，则为妻

之父母无服;若夫为妻无服，则为妻之父母亦无服。因此，只有夫为妻

服齐衰期服时，夫为妻之父母才可服缌麻。可见，夫为妻之党制服的前

提是夫为妻制正服。
但是，同为父之子，为什么天子、诸侯、大夫之嫡子可以为妻服正

服，而天子、诸侯、大夫之庶子为妻却或绝或降呢? 天子、诸侯、大夫尊，

其子无论嫡庶均为父尊所厌，而在为其妻制服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厌降

的因素，还要考虑的就是其妻在宗法中的地位。嫡子之妻在宗法中有

承继宗统的作用，因此不仅为夫所尊，亦为舅所尊，天子亦为世子之妻

制服。《服问》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妇”( 孔颖达疏，2008:

2162)。可知天子、诸侯均为嫡妇制大功之服。但是，由于天子诸侯绝

旁期，所以为庶妇无服。大夫则为庶妇尊降一等服缌麻。将天子、诸

侯、大夫为子妇之服与夫为妻之服相对应则可知，夫为妻制服无论正

服、无服、降服都与舅对子妇的制服相一致，就嫡子而言其遵循的原则

是“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为其妻服正服;就庶子而言其遵循的

原则是“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为其妻或绝或降。
由上述讨论可知，夫为妻之党制服的根据可推至夫为妻之服，而夫

为妻之服又可推至舅为子妇之服，将此三种丧服制成两表( 表 3、表

4)，可以将其中的关系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来。

表 3 嫡子为妻之党制服推演服表

嫡妇
妻

父在 父没
妻之父母

天子 大功 天子嫡子 齐衰不杖期 齐衰杖期 天子嫡子 缌麻

诸侯 大功 诸侯嫡子 齐衰不杖期 齐衰杖期 诸侯嫡子 缌麻

大夫 大功 大夫嫡子 齐衰不杖期 齐衰杖期 大夫嫡子 缌麻

士 大功 士之嫡子 齐衰杖期 齐衰杖期 士之嫡子 缌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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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庶子为妻之党制服推演服表

庶妇
妻

父在 父没

妻之父母

父在 父没

天子 无服 天子庶子 无服 大功 天子庶子 无服 无服

诸侯 无服 诸侯庶子 无服 大功 诸侯庶子 无服 无服

大夫 缌麻 大夫庶子 大功 齐衰杖期 大夫庶子 无服 缌麻

士 小功 士之庶子 齐衰杖期 齐衰杖期 士之庶子 缌麻 缌麻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天子、诸侯、大夫的爵位之尊叠加在父尊之上

产生的双重的“尊尊”，直接影响着儿子对其他亲属的制服，使其在制

服之时必须考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和“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

服”这两种与厌降有关的制服原则。但是，在夫为妻制服的过程中，妻

子具有的宗法地位决定了舅对子妇的服制，进而才根据厌降原则决定

了夫对妻的服制。而这些制服过程都内在地包含于夫为妻之党制服的

过程之中。因此，夫为妻之党制服，从制服的源头上来说，包含了舅为

子妇制服和夫为妻制服两个制服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父子关系叠加

爵位之尊所产生的尊尊关系主导着亲亲之服的有无，这也是丧服制度中

以尊尊统亲亲的典型的体现。这种以尊尊统亲亲的关系，一贯地体现在

两种包含了夫妻关系的服制中，更可见丧服制度制服体系之严整统一。
结合子为母之党的制服过程可知，姻亲属从服制，作为亲亲之服的

外推，必然是服服之人对所从之人在制服时不绝不降，服服之人才能对

属从关系中的制服对象有服，否则无服。
综上所述，从属从服制制服过程的内在结构上我们看到，子为母之

党制服与子为母制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夫为妻之党制服与夫为妻、
舅为子妇制服也存在严格对应关系，这些对应关系正是宗法制度严格

的等级体系的体现。丧服制度通过严格的服制制度护持着宗法体系的

威严，经由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相互建构，任何亲属关系都不再是平

面的、任意的关系，而是繁密的宗法体系中惟一确定的亲疏尊卑的关

系。但是，确定亲属间的亲疏尊卑关系并不是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的

惟一功能，在看似繁琐、严格的等级关系背后得到维护的恰恰是亲属间

的款款深情。我们看到，通过亲亲关系的延伸，子为母之党和夫为妻之

党这两种服制都具有联结异姓姻亲的社会功能，从而通过亲亲关系的

延伸构建起了社会互动的网络。而妻为夫之党制服，则通过从服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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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将妻子真正纳入到夫家的宗族生活之中，成为夫家家族具有伦理意

义的成员。同时，外推出的属从关系，即子与母之党、夫与妻之党、妻与

夫之党，这三种属从关系都反过来强化、支持着母子关系、夫妻关系，构

成对亲亲关系的滋润与维护。

四、徒从服制的制服过程与社会功能

徒从是从服服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徒从服制中服服之人 A 与所

从之人 B 一般没有骨肉连续的关系，但是又为某种家庭或政治关系所

制约，使得二者之间不仅制服，同时服服之人还为所从之人的亲属 C
制服。徒从服制的制服之义不起于 A 与 C 之间的关系，而只起于 A 与

B 之间的关系，因此一旦 B 去世，A 就不再为 C 制服。①

( 一) 妾为女君之党

妾为女君之党，《仪礼·丧服》中并无明文，唯《杂记》有“女君死，

则妾为女君之党服。摄女君，则不为先女君之党服”(孔颖达疏，2008:

1600)。天子、诸侯、大夫有地者称君，女君即天子、诸侯、大夫之嫡妻。
由《杂记》强调“女君死，则妾为女君之党服”可知，此为徒从之特例，并

不遵从徒从“所从亡则已”的通例。
妾为女君之党制服来源于妾与女君构成的严格的尊尊关系。《仪

礼·丧服》有“妾为女君。传曰:何以期也? 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

姑等”(张锡恭，2017:511)。《传》文明言，妾侍奉女君，要像儿媳妇侍

奉公婆一样，可见妾虽然参与宗族子嗣的繁衍，但在家庭中地位很低，

只从属于女君一人，并且在尊尊的关系上相当于女君的儿媳。② 这种

既严格又密切的等级关系在礼制中不仅表现为妾要服侍女君，为女君

制服同于妇为舅姑，同时还要求妾为女君之党制服，并且在女君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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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妾为女君之党的服制中，虽然在女君死后，妾仍为女君之党制服，但这只是为了强调即

使女君去世，妾与女君的君臣之别也不会消失，而不能将其等同于属从服制。
瞿同祖( 2010: 157) 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提及，“妾在家长家中实非家属中的一

员。她与家长的亲属根本不发生亲属关系。不能像妻一样随着丈夫的身分而获得亲属

的身分。她与他们之间没有亲属的称谓，也没有亲属的服制”。“除对家长、家长祖父

母、父母及家长之子外，皆无服。但对家长诸人之服亦不足以证明其间有亲属关系，并无

报服，此种服制纯由于分尊义重”。



依然为女君之党制服，继续维持和巩固这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以此让妾

明了自己的地位和分限。正如李如圭所言，“妾为女君之党，虽为徒

从，然犹之近臣，君服斯服，故其服悉与女君同，不从降一等之例，且虽

徒从，而女君死犹服其党，所以防觊觎也”( 李如圭，1939:444)。从制

服过程上来说，妾为女君之党的徒从服制源于妾为女君的尊尊之服;而

从社会功能上说，妾为女君之党的徒从服制则加强了女君对妾的统领

关系。而且，即使女君去世之后，妾为女君之党仍要制服。这种制服继

续起到严君臣之分的等级建构的作用，即通过从尊尊关系中推演出的

徒从服制来维护和巩固尊尊的等级关系。

( 二) 子从母服母之君母

《丧服小记》曰“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郑玄注:“母之君母，

外祖嫡母，徒从也，所从亡则已”(孔颖达疏，2008:1325)。孔颖达《正

义》曰:“此亲于子为轻，故徒从也。己母若在，母为之服，己则服之。
己母若亡，则己不服母之君母矣”( 孔颖达疏，2008:1325)。这里涉及

的第一种关系是女子子适人者为其君母的服制。第二种关系是女子子

适人者之子从服母之君母的服制。既有君母，则此女子子适人前为大

夫以上之家之庶女子。天子、诸侯、大夫之庶女子为君母之党制服如嫡

子。此女子子出嫁后，其子为母之君母之服亦相当于为外祖母之服，即

应服小功。换言之，庶女子之子有两外祖母，一为母之君母，一为母之

生母。如果从制服的原因上来考虑这一徒从服制，从“徒从”关系上可

以看到，女子子适人者之子为母之君母虽然制服，但是这种制服关系一

旦母亲去世立刻终止。这表明此徒从服制其伦理意义的生发点在于母

与子的关系，而不在于此外孙与外祖嫡母的关系。
在这一徒从关系中，我们看到外孙与外祖嫡母之间并没有实质的

外亲关系。外祖嫡母对于庶女子之子在丧服体系中没有报服，这意味

着这一徒从服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只系于母子关系之间，以及庶女子

与其君母之间。庶女子与君母之间，兼有亲亲尊尊二义，但是君母与庶

女子之子之间则只有尊尊之义，而无亲亲之义，所以，外孙为外祖嫡母

之服其内在的情感逻辑则是因为亲亲之情而尊其所尊，即因为爱敬自

己的母亲，体恤母亲的感情而为外祖嫡母制服。由于外祖嫡母具有的

特殊的家庭地位，所以这一服制在增强母子间亲亲之情外，更重要的还

是要强化对君母的尊尊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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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妾子为君母之党

妾子与君母无骨肉连续之关系，故妾子为君母之党为徒从。《成

人小功》章“君母之父母，从母。传曰:君母在，则不敢不从服。君母不

在，则不服。注曰:不敢不服者，恩实轻也。凡庶子为君母，如嫡子”
(张锡恭，2017:836)。《缌麻》章“君母之昆弟。注曰:从于君母而舅服

之也。君母在则不敢不从服，君母卒则不服也”(张锡恭，2017:954)。
在注中郑玄明确说明，妾子为君母之党制服，乃“不敢不服”之服，

乃“恩实轻”之服。由郑玄所言之“不敢”可知，妾子为君母之党制服，

其制服的根本动力只来源于君母对妾子的母子关系。君母尽子诸妾之

子，妾子亦为君母按母子关系制服，故而妾子为君母之党制服亦同子为

母之党制服。君母虽非妾子之生母，但是在宗法地位上却远高于妾子

之生母，在名分上反强于妾子之生母。所以，在宗法关系上，君母对于

妾子的母子关系并不弱于妾子与其生母的母子关系。特殊情形下，妾

子为生母制服时反而或无服或降服，而妾子为君母则始终服正服，而于

君母生时为君母之党始终制服。
妾子与君母之党的徒从关系让我们看到，虽然妾子为君母之党制

服，但是与君母之党并没有实质的、确定的亲属关系，君母之党对妾子

无服。这一徒从服制的伦理生发点在于妾子与君母的关系，情感逻辑

表现为尊其所尊，尊其所亲，它的社会功能只存在于妾子与君母之间，

即用以强化和巩固君母与妾子的母子关系。

( 四) 臣为君之党

臣与君乃尊尊之关系，臣为君之党亦为徒从。宗法制中有三种君

臣关系，第一种是天子与列国诸侯的君臣关系;第二种是天子、诸侯与

其公卿大夫士的君臣关系;第三种是公卿大夫与其家臣的君臣关系。
这三种君臣关系在《丧服》篇《斩衰》章中具体表述为“诸侯为天子”、
“君”、“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这三条材料。

关于臣从服君之党的论述，《丧服》经传中有一条材料，即《齐衰不

杖期》章的“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也? 从服也。
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也。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张锡恭，

2017:498)。《记》中有一条材料，即“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张锡恭，2017:1010)。

天子、诸侯之臣，有贵臣、众臣和近臣之分。贵臣和众臣为天子、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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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从服的范围包括天子诸侯之父母、长子和祖父母。一般而言，如果君

之父若祖为君，那么臣为君之父若祖之服则属于臣为君之服，服斩衰。
因此，只有在父若祖有废疾不立等特殊情形下才会出现臣为天子诸侯

之父母、祖父母服齐衰不杖期的情形。大多数情况下臣为天子诸侯的

从服只包括天子诸侯之长子。但是近臣为天子诸侯的从服则遵从“唯

君所服服也”的原则，《服问》曰“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惟近臣及

骖乘从服，唯君所服服也”( 孔颖达疏，2008:2162)。可见其从服的范

围不只限于上述情形，还包括君之母非夫人、嫡妇、嫡殇等情形。
公卿大夫之臣对其君从服的情形与天子诸侯之臣十分不同。首

先，据“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条材料可知，公卿大夫之家臣为

公卿大夫之父母、长子、祖父母制服，因为大夫之爵不世袭，所以不涉及

大夫从其父或祖父那里继承君位的问题，因此大夫之家臣也对大夫之

父母、祖父母没有称君的问题，大夫之家臣为大夫之父母、祖父母制服

不涉及特殊情形。第二，《记》中又有材料，“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

一等。注:公士大夫之君”。贾公彦认为，“天子、诸侯绝期，今言为兄

弟服，明是公士大夫之君于旁亲降一等者，室老家相降一等，不言士，士

邑宰远臣，不从服。若然，室老似正君近臣，故从君所服也”( 张锡恭，

2017:1010)。据此可知，大夫君之室老为君之党从服的范围比其他家

臣要大得多，凡大夫君所制小功服，室老均降一等从服。张锡恭先生认

为，“国君尊，群臣从服惟有齐衰，则嫡殇、嫡妇自不当从服矣。大夫君

卑，从服者惟室老，而不以齐衰为限，虽小功以下，犹可降一等从之，不

得以彼例此也”( 张锡恭，2017:501)。第三，大夫君亦有近臣，近臣为

大夫君之党从服与天子诸侯之近臣同，也依循“唯君所服服”的原则，

只是大夫君的近臣数量上要比天子诸侯少很多。
总结起来，天子、诸侯与臣子的关系在政治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公卿

大夫与其家臣的政治关系。就天子、诸侯与臣子的关系而言，其臣子分

为贵臣、众臣、近臣。贵臣、众臣为君之党从服的范围不超过君之父母、
长子、祖父母此五人，而近臣从服君之党的范围则更广些，遵循“君服

斯服”的原则。就公卿大夫与其家臣的关系而言，室老家相作为贵臣，

其从服的范围远超过君之父母、长子、祖父母五人，其从服范围可至君

所服之小功服。而邑宰等远臣则只服君之父母、长子、祖父母五人，其

他君所服斩衰以下丧服，远臣均不从服。而公卿大夫之近臣亦有“君

服斯服”的制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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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服的情感逻辑上说，臣为君之党制服乃是尊其所尊的表现。
从社会功能上说，君臣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尊尊关系，它所推演出的臣为

君之党的从服服制不仅起到了巩固与维护君臣关系的作用，还增进了

尊尊关系下的君臣之恩，起到了情感建构的作用。
综合上述四种徒从服制来看，徒从服制不独立存在，它由徒从关系

而生，这种“空”从之的关系，并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强到可以从

中推演出对所从之人的亲属的服制，并且由它所推演出的从服服制转

过来巩固与维系这一徒从关系。一旦徒从关系解除，从徒从关系中推

出的从服服制也解除了，这意味着生发徒从服制的社会需求解消了。
惟有一种徒从服制在徒从对象去世后仍不得解除，就是妾为女君之党

制服。这是因为虽然女君不在世，但是徒从关系却并未取消，而是始终

悬搁于此，用以彰明妾与女君的等级差别与身份差异。

五、从服服制与伦理情感的建构

通过上述对制服过程的解析，我们呈现出从服服制所具有的“过

程性”的内在结构:一是制服的过程，一是情感的逻辑，并由此说明每

种服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我们看到无论属从还是徒从，都是根据服

服之人与所从之人的关系进行外推而得到从服服制。属从服制中母

子、夫妻都是亲亲关系中的强关系;徒从服制中君臣、妾与女君、妾子与

君母都是尊尊关系中的强关系。只有从强关系中才能向外推出从服服

制。但是，属从与徒从也有根本的不同，属从服制能够建立起服服之人

与从服对象的实质的亲属关系，从服对象为服服之人也制服;徒从服制

并不能建立起服服之人与从服对象的实质关系，从服对象也不为服服

之人制服。因此，从情感逻辑上讲，属从服制呈现的是亲其所亲、尊其

所尊和亲其所尊的情感结构，尤其增进的是亲亲的情感;而徒从服制呈

现的则是尊其所尊、尊其所亲的情感结构，突出增进的是尊尊的情感。
从社会功能上讲，属从服制不仅延伸了亲属关系，也巩固了原有的至亲

关系，通过两个亲亲关系的联结，建立起了异姓宗族间的姻亲互动;徒

从服制通过将尊尊关系与亲亲关系相结合，建立起了更具有情感维度

的尊尊服制，借助对尊者之亲亲情感的体谅巩固了原有的尊尊关系。
在从服服制的制服过程中，我们看到属从服制虽然以亲亲关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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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伦理价值的生发点，但在制服过程中，更可见尊尊原则的统领作用。
徒从服制伦理价值的生发点则在于尊尊关系，但丧服制度并不鼓励孤

立的尊尊关系，而是要以尊尊关系为基础来进行移情，或亦可说是以亲

亲之情来增加尊尊关系的厚度，由此更可见亲亲对尊尊的范导作用。
但是，从服服制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得到实现，很多时候虽有

从服之义但是并无从服之服。了解了从服服制复杂的制服过程，我们

不禁要问，制服过程所包含的这种曲折、复杂的安排，对人的道德情感

与伦理观念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这种复杂的服制安排是不是只是一种

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定呢? 以子为母之党为例，为母之党制服的特殊情

形是大夫庶子及天子诸侯之公子为外亲无服。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夫

庶子和天子诸侯公子对外亲的亲亲尊尊之情是不是就被压抑了呢? 一

方面，这种感情确实为父所屈不得伸张，但是，如果为外亲之情获得了

伸张，妾与正妻的界限就会被解消，整个家族的伦理秩序就会被倾覆。
与此相较，屈厌自己的情感更能维持整个家族伦理秩序的稳定。另一

方面，大夫庶子和天子诸侯公子屈厌的情感在其妻子一方则可正常地

流露，亦不失为一种情义与伦理关系的表达，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

服缌麻，可知大夫庶子之妻亦可服夫之外亲。因此，我们看到在制服过

程中，有此情义并非定有此服制，而无此服制亦无碍于有此情义，恰恰

在外在的规定消失的地方，更是人情与伦理价值的集结点。而丧服制

度所包含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伦与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复杂、
万变的关系，则是西方思想家站在礼教的条条框框外所无从体认的

(孟德斯鸠，2004;黑格尔，2001)。只从单一的服制来看，这似乎是一

个没有精神内容的规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走进制服的复杂过程，就会

发现在它的内部却包含了多重对情与义、亲与尊的既有伸张又有限制

的协调。这一简单的规定恰恰是《中庸》所谓“发而皆中节”之“节”所

包含的人伦与情感秩序相协调的关节点，亦可谓之礼之中庸。
上述分析中，我们乃是就从服制度作为社会事实来分析其产生的

过程、情感的逻辑与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我们亦不妨设想，若无此从服

制度之事实，那么丧服制度又将处于怎样的情形? 社会与家庭的伦理

关系又将处于怎样的情形? 我们或可试想，子为母之党无服，妻为夫之

党亦无服，夫为妻之党亦无服，那么伦理情感的生存空间就只局促在母

子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之间。丈夫爱敬他的父母，而妻子却不能

或不愿体会他的爱敬之心;妻子爱敬她的父母，而丈夫亦不能或不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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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她的爱敬之心;母亲、父亲爱敬自己的父母，而儿子却不能或不愿体

会父母的爱敬之心，那么，在最基本的一体至亲的伦理情感的结构中就

会欠缺构建伦理关系时最重要的“恕”道，西方思想传统中或近似称之

为“同情”。欠缺恕道的情感就不再是稳定的伦理情感，而是飘忽不定

的个人私情或激情。如果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只以彼此之间的喜爱维

系在一起，那么家庭也将面临解体，仅有的小家庭作为伦理情感维系的

空间也将坍塌。
亲亲关系必须要伸展出去，如果不能伸展出去，仅就单一家庭而

言，如果只有父子之服、夫妻之服、兄弟之服，而孙与祖父母无服、外孙

与外祖父母无服、夫妻对对方亲属无服，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由夫

妻、父子、兄弟关系组成的核心家庭就会成为与其他核心家庭相隔绝的

原子，代际的传承就会取消。而夫妻对对方亲属的冷漠也必然意味着

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以激情为基础，而不是以伦理关系和道德情

感为基础。孙辈对祖辈无服，更会造成对祖辈在情感上的冷漠。一个

人若是爱自己的父亲，却不爱自己父亲的父亲，不尊重自己父亲对其父

亲的爱，那么这个人也必然不会爱自己的父亲。亲亲之情如若不能向

外伸展，所有的至亲关系都会变成自私、随意的爱，而不是稳固的基于

伦理关系的情。
我们亦可想象，如果妾为女君之党无服，臣为君之党无服，妾子为

君母之党亦无服，那么，尊尊关系也只限制在君、臣两者之间，成为孤悬

一线的尊尊关系。这种单线的尊尊关系，更像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国家

的关系，在这个国家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祖国的陌生人。而西

周封建宗法制度却将家的结构代入国的结构，将单线的尊尊关系加以

扩充，通过亲亲关系来护卫政治上的尊尊关系，正是要求每个人，尤其

是爵位高的人都要和国家的政治产生切身的关联。

六、尊尊亲亲与现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危机

上述对从服服制的制服过程、情感逻辑与社会功能的分析，都局限

于西周时期的丧服制度，它所体现的西周宗法制的等级关系以及对宗

法制起到的护持作用我们已经有目共睹。从服服制中与西周封建制有

关的内容在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已经消失了，但是，从服服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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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情感原则、伦理原则却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作用，也对我

们反思中国现代社会的人伦与家庭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服服制中依然活跃在我们现代生活中的亲属关系包括:儿子与

外亲的关系、夫与妻之父母的关系、妻与夫之亲属的关系，这都属于属

从服制的内容。这三种属从关系集合在一起，基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父母子三人的小家庭与祖父母家庭、外祖父母家庭的集合。在这个集

合的亲属结构中，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是构成伦理秩序的核心关系。
正是在这两个核心关系上，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传统家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是基于亲亲关系而建立的尊尊

关系，在服制与伦理生活中，都表现为以尊尊统亲亲的伦理结构，父为

子之至尊，夫为妻之至尊。在前述对制服过程的推演中，我们更看到尊

尊的力量主导着制服的全部过程。以亲亲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天然的亲

属制度，在尊尊的作用下才成为一个立体的等级结构。传统家庭中，父

子至亲，在至亲的关系上叠加至尊的关系，父子之间的伦理秩序才得以

建立。父慈是亲亲之情，而子孝则不仅基于对父亲的爱，同时也基于对

父亲的敬。《孝经》云“爱敬尽于事亲”( 邢昺疏，1999:5)，此之谓也。
惟有以尊尊护持亲亲，才能在不稳定的爱失去效力的时候通过敬的渠

道来达成孝亲的伦理行为。因此，子对父的尊尊，才是构成孝行的根本

的人伦原理。夫妻至亲，在至亲的关系上叠加至尊的关系，夫妻之间的

伦理秩序才得以建立。传统家庭中“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孔颖达疏，

2008:1116)，乃从于其夫侍奉父母之家礼，妻之从夫在伦理秩序上恰

是源于夫对妻之至尊关系，同理，夫对妻的至尊也是构成妻之孝行的根

本的人伦原理。
但是，在现代中国的家庭关系中，父子平权、夫妻平权的权利关系

消解了传统家庭的尊尊关系，亲亲关系成为维系现代中国家庭的主导

性的伦理原则。平面化的亲亲关系固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轻松

与快乐，但是，尊尊关系的淡薄也造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伦理困境。传统

中国家庭最根本的道德是“孝”，子辈对父辈的孝敬是家庭环境中培育

的最重要的德行。早在 1983 年，费孝通先生就开始审慎地提出家庭结

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仍对这一问题的改善抱有期望( 费孝通，

1983)。20 世纪 90 年代，阎云翔在调查中发现，非集体化以来，农村已

经出现了严重的养老危机与孝道衰落的社会问题(阎云翔，2006)。家

庭社会学关于代际问题的研究也都集中指向了养老问题。郭于华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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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农村的调查已经发现，不仅养老危机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子辈还塑

造了一种新的代际交换的逻辑，在父母的生养之恩之外，他们更看重可

以现时得到交换的资源，他们认为对父母的回报是有条件的。孝道观

念虽然口头上还有其不容撼动的伦理价值，但是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

传统的 中 国 人 伦 秩 序 所 提 倡 的 孝 亲 之 道 已 经 开 始 瓦 解 ( 郭 于 华，

2001)。21 世纪以来，部分老年人的处境更加恶化，有研究发现农村老

人的自杀率在上升，城市中老年人的处境相对较好，但是子辈的孝行标

准与孝道观念也均有所下降(刘汶蓉，2012;李琬予等，2014)。
相比于孝道观念的衰落与子辈对父辈的反哺危机，父辈对子辈的

付出却从未减少。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子辈是否成年成婚，父辈对

子辈及其家庭的付出都呈现为一种“无限责任”( 狄金华、郑丹丹，

2016)。而子辈对父辈的伦理责任则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失衡现象( 贺

雪峰，2008)，学者们从经济压力、家庭结构变迁、个体化等各个角度来

加以解释(阎云翔，2006)。杨善华基于中国“家本位文化”所提出的父

母对子代的“责任伦理”的概念，在准确描述中国当代城市家庭的伦理

秩序的同时，更隐含地揭示了中国家庭伦理所面临的危机，子代只在

“亲情环境”上为父母养老尽责，这一情形已经几乎触碰到了中国家庭

伦理的底线(杨善华，2015)。
整个中国家庭呈现的这种代际失衡的现象，正是中国当代家庭主

要以“亲亲”这一维度构建家庭关系造成的。“尊尊”构成了传统社会

子辈孝敬父辈的向上的伦理通道，“尊尊”在当代家庭中的夷平化极大

地瓦解了孝道上行的可能。而子不敬父、妻不敬夫的家庭伦理关系，也

成为妇事舅姑这一传统孝行被瓦解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虽

然历经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中国人渊源有自的亲亲之情并未有丝毫

衰减。然而，尊尊结构在家庭中的淡化却造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最根本

的人伦危机。这种危机让我们看到，若想恢复家庭中的温暖，首先应该

恢复家庭中的敬意。
亲亲、尊尊是用以建构全部丧服制度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丧服制

度内在包含的最根本的人伦原理。通过对中国家庭伦理困境的分析，

我们看到，亲亲尊尊不仅在解释从服服制的构成上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分析中，“亲亲”“尊尊”这一对源自中国传统社

会的概念仍然具有极为透辟的解释力。
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性的学科，自她建立之初就怀有对于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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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道德与伦理问题的深切关注。洛克、卢梭、亚当·斯密等早期现代思

想家对现代人的心灵成长的思考，对现代社会道德情感的分析作为西

方社会学的根本性的问题意识的源泉，构成了西方社会学坚实的认识

基础。涂尔干对自杀问题与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研究，马克斯·韦伯

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其核心的问题意识都源于对现代

社会结构与其伦理秩序之关系的关注。中国社会学学者通过丧服制度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之人伦秩序，在其根本的问题意识上与社会学经典

理论传统一脉相承，而其期望则在于以此探究中国社会学特有的概念、
理论与问题关怀，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

基础(费孝通，2003)。

参考文献:

白中林，2014，《亲属法与新社会———陶希圣的亲属法研究及其社会史基础》，《社会学研究》

第 6 期。

陈梦家，1988，《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

杜佑，1988，《通典》，北京:中华书局。

狄金华、郑丹丹，2016，《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

分配研究》，《社会》第 1 期。

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2003，《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2009a，《生育制度》，《费孝通全集》第 4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b，《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 6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郭于华，2001，《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

术》第 4 期。

贺雪峰，2008，《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影响》，《江海学刊》第 4 期。

黑格尔，2001，《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贾公彦，2008，《仪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孔颖达疏，2008，《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安宅，2005，《〈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李如圭，1939，《仪礼集释》，丛书集成初编，长沙:商务印书馆。

李琬予、寇彧、李贞，2014，《城市中年子女赡养的孝道行为标准与观念》，《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刘汶蓉，2012，《孝道衰落?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

2 期。

孟德斯鸠，2004，《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潘光旦，1999，《潘光旦选集》第一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042

社会学研究 2018． 1



瞿同祖，2003，《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盛世佐，1969，《仪礼集编》第 22 册，四库全书珍本二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陶希圣，1928，《亲属法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

王国维，1959，《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

王铭铭，1997，《人与社会再生产:从〈生育制度〉到实践理论》，《社会科学战线》第 5 期。

———，2007，《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飞，2011，《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第 1 期。

邢昺疏，1999，《孝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 － 1999》，龚

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

杨善华，2015，《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养老文化———基于文化与功能视角的一种解

读》，《晋阳学刊》第 5 期。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赵旭东，2010，《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

社会科学》第 6 期。

张锡恭，2017，《丧服郑氏学》，吴飞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郑珍，1991，《郑珍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周飞舟，2015，《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

第 1 期。

———，2017，《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第 4 期。

周飞舟、李代，2014，《服术中的“亲亲”与“父为子纲”》，吴飞主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

的比较视野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朱凤瀚，2004，《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闻 翔

142

论 文 服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原理



compares the crayfish industry in city Han and city 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functions of governmen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tacit
mechanism shape the disparities in the local market regimes of the same industry．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s increased and solidified by the
different local market regimes’ attempt to construct differen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rocess，market structure，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econditions that enable the effect of the market
regime to take place in industry development．

Love，Family and Nation: Pan Guangdan’s Theory of the New Family
System Hang Suhong 194………………………………………………

Abstract: Pan Guangdan’s emphasis on family research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increase in divorce caused by family changes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but also
reconstructs a new family system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based on new
natural and ethical principles． On the one hand， by discussing the coex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impulses and social emotions in gender relations，and
considering the natural differences and m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y members，Pan
Guangdan argues that to maintain balance between nature and ethics is to overcome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tendencies in family reform，and thu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family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Pan Guangdan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possibility of modern individuals going out of the family，bringing the
compa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cultivated in the family to the society and na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family． This idea attempts to promot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progress by reforming the family system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instead
of choosing other alternatives．

Ethical Principl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n the Mourning Apparel
Syste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ongfu An Wenyan 217……………

Abstract: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ethical principle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ly attenti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to
modern China． Ｒecent studies attempt to explore this issu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mplicated mourning apparel syste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eremonies． This article
develops this academic insight by a systematical examination of congfu． Two types of
congfu are instituted according to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kinship (qinqin) and authority
( zunzun) ． The two principles are essential to the everyday social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This study makes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diagnosis and potential remedy
of the ethic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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